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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农村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旨在形成具有较强集体秩序的“社会治理

共同体” ，但是审视我国利益密集型村庄可以发现，不少村庄社会治理存在集体秩序衰落的现实状

况。 为进一步探究利益密集型村庄治理“弱集体秩序”的生成逻辑，构建“利益嵌入－秩序重塑”分析

框架，对 Ｓ 省 Ａ 村的全治理过程进行分析，研究发现：首先，在农村集体土地、产业利益日渐密集的背

景下， “精英俘获”的村治精英、“次精英俘获”的部分村民以及未参与争利的边缘群体，共同组成了

分散化的治理结构；其次，村治精英采取集体利益让渡、集体管理异化的方式维持村庄治理秩序，形

成了短期化的治理方式；最后，自治原则的异化、德治功能的弱化以及法治规范的虚化，致使村庄治

理规则虚置化。 治理结构分散化、治理方式短期化和治理规则虚置化三要素的交互作用，共同消解

了基层社会治理，促使利益密集型村庄治理生成“弱集体秩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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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与文献回顾

“十四五”规划就加强基层社会治理方面提出了“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

合的城乡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完善基层民主协商制度，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

会治理共同体” ［１］ 的目标，意味着基层社会治理将朝向新时代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目标发展，形
成具有较强集体秩序的“治理共同体” 。 事实上，随着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以及乡村振

兴战略的全面实施，当前农村无论是在经济发展方面还是在社会治理水平方面都有了显著提

升，为构建“治理共同体”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但是，如果将视野放置于沿海发达地区农村、中
西部地区城郊农村和资源密集型农村就会发现，这些村庄社会治理离“治理共同体”的要求甚

远，难以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匹配 ［２］ ，甚至有不少利益密集型村庄反而因为集体利益的增值，产生

了村庄治理“内卷化” ［３］ 、“分利秩序” ［４］ 等一系列意外后果。
当前学界对利益密集型村庄治理问题的相关研究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一是系统视角

下的类型学研究，不少研究将利益密集型村庄分为外生和内生两种类型 ［５］ ，并认为，利益密集型

村庄是由于土地的征收、工商业的发展，大量资源涌入村庄，集体土地利益变现的同时涌现出各

种获利机会，进而产生集体内部成员对新出现利益的各种争夺行为，不同主体激烈的利益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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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与一般农村不一样的治理图景 ［６－７］ 。 二是主体视角下的治理行为研究，这种视角聚焦于利

益密集型村庄中的富人、能人和狠人 ［８－１０］ ，从这些村治精英的治理行为中探索利益密集型村庄

的治理逻辑，譬如“富人治村”的生成机制在于村庄社会弱关联与阶层分化、民主选举的合法渠

道以及政府与资本的结盟 ［１０］ ；“能人”因其懂经营、善管理而在乡村社区政治运作中居绝对支配

地位，并具有权威强大、权力集中、威权治理的特点 ［１１］ 。 三是制度视角下的结构功能研究，主要

从“结构－制度”的视角分析结构中的制度对利益密集型村庄治理的影响，譬如“村级组织官僚

化”的乡镇治理模式使得利益密集型村庄治理从内生性治理走向外生性治理 ［１２］ ，“联村制度”
的存在对乡镇治理利益密集型村庄的治理发挥了“中间权威”的衔接作用 ［１３］ 。

既有研究对理解我国利益密集型村庄的治理问题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仍存在进一步拓展

的研究空间。 第一，既有研究主要局限于对利益密集型村庄治理状况的概括性描述，呈现出制

度、精英和农民不同主体之间机械僵硬而非有机能动的作用图景，更多停留于对基层社会治理

事实的描述性归纳层面，研究内容分而述之，缺乏在同一分析框架下的系统阐述；第二，既有研

究在对利益密集型村庄治理的探讨中，对何种核心变量和何种关键机制导致这类村庄治理长期

存在的问题没有给出明确答案，仍需对具体的结构要素和影响机制进行深入探讨；第三，既有研

究缺乏从较为微观的视角揭示利益密集型村庄治理是如何陷入困境的，很难深入细致地理解和

研判这类村治秩序走弱的根本原因。
就此而言，为了回应上述的研究需要和治理命题，本文将这类村庄治理问题归纳为利益密

集型村庄治理的“弱集体秩序”问题，也就是说，在村庄治理过程中因利益密集而产生的各种争

利行为，导致村庄集体行动能力的弱化，村庄集体秩序由团结走向松散，或由松散趋向更加松散

的治理状态。 由此，聚焦于该问题和学界现有研究的不足，本文进一步提出以下 ３ 个研究问题：
（１）当前利益密集型村庄的治理面临何种“弱集体秩序”处境？ （２）这种村庄治理的“弱集体秩

序”问题又是如何形成的？ （３）如何缓解利益密集型村庄治理“弱集体秩序”的困境？ 换言之，
本文想要探讨的核心问题是利益密集型村庄治理会受到何种主体、何种规则以及何种方式的影

响，这种影响又何以导致村庄治理“弱集体秩序”以及应如何消除这种负面影响。 通过廓清这

些问题，以更好地揭示利益密集型村庄治理秩序弱化的深层缘由，促使利益密集型村庄治理回

归正常轨道，朝向“治理共同体”发展。
为此，本文首先从当前利益密集型村庄治理集体秩序弱化的现实出发，通过梳理有关利益

与秩序关联的研究成果，提出“利益嵌入－秩序重塑”的分析框架，以此尝试揭示利益密集型村

庄在利益嵌入的背景下集体秩序的生成机理，并进一步透视案例村“弱集体秩序”何以产生的

问题。 为此，本文以 Ｓ 省 Ａ 村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该村近 ２０ 年村庄治理全过程的纵向调查和

分析，进一步系统地、全面地还原该村在利益密集的情境下，村庄治理如何通过“利益嵌入－秩

序重塑”的逻辑进路发生转变，导致村庄治理呈现“弱集体秩序”的意外后果，进而深刻透视这

种非预期后果的内在逻辑。

二、分析框架与案例选取

（一）利益嵌入－秩序重塑：利益密集型村庄集体秩序生成的分析框架

与一般村庄相比，利益密集型村庄最大的特征在于各主体之间利益密集和关系错综复杂。
从一般意义上讲，所谓利益，是与需要紧密联系的，人们的需要是利益的自然基础 ［１４］ ，在一定社

会关系中人的一定需要的满足就是利益。 具体而言，按照主体存在的不同方式，可以把利益划

分为个体利益、群体（集体）利益和整体利益 ［１５］ 。 对利益密集型村庄而言，其利益的密集既包括

个人利益的增加，也包含集体利益的增加，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从 ３ 个层面理解利益密集：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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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因土地转变用途而单位面积经济总量提高的利益密集，这种利益密集具有长期可持续性，是
较为稳定且庞大的利益来源；第二，因土地征收而获得补偿费用的利益密集，这类利益密集往往

是“一次性买卖” ，具有较强的短期性和不可逆性；第三，因城市化进程催生工商业发展而产生

获利机会的利益密集，这种利益密集嵌入村庄社会，已经成为村集体和村民生活的一部分。 总

的来看，上述三类利益密集覆盖面广，既涉及集体利益，也包含个人利益，三者之间既可以同时

出现，亦可以单独存在，由此可将利益密集型村庄划分为 ６ 种类型，这 ６ 种类型村庄在现实中分

别对应不同的利益密集型村庄样态（表 １） 。
表 １　 利益密集型村庄类型及其现实样态

利益密集型

村庄类型

土地转变类

利益密集

土地征收类

利益密集

工商产业类

利益密集
利益密集型村庄现实样态

土地转变型 ＋ — — 有集体经济和集体产业的村庄

土地征收型 — ＋ — 因临近城区被政府征地的村庄

土地出让型 ＋ ＋ — 既被政府征地又有集体经济的村庄

产业输入型 — ＋ ＋ 被征地后进驻工商产业的村庄

产业带动型 ＋ — ＋ 自主利用土地发展产业的村庄

混合转变型 ＋ ＋ ＋ 自主发展和政府规划混合的村庄

　 　 注：“ ＋”表示有，“—”表示无。 表中没有“工商产业类”利益密集型村庄类型，这是因为在现实中，工商产业类利益密集

型村庄不可能单独存在，工商产业的发展必然涉及土地资源，其总是与土地转变或土地征收相交织，故在表中未涉及。

从上述划分可以看出，混合转变型利益密集型村庄是最复杂的村庄，兼具 ３ 类利益密集，能
够很好代表其他各类利益密集型村庄进入研究视野。 对混合型利益密集型村庄而言，当土地用

途转变、土地被征收以及相伴生的工商产业发展，势必会为村集体和村民带来巨大的利益，在大

量利益密集资源嵌入乡村社会的背景下，直接结果便是村集体和村民个人围绕自身可及的利益

展开一系列行动，如利益获取、分配、竞争和合作等。 但是，大量行动的展开并非悬浮于村庄社

会，而是深度嵌入村庄社会治理，并对村庄社会及其治理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首先，结构与行为之间的相互影响。 吉登斯认为，社会结构的构成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这

个社会化的过程具有行动和结构的二重性特征，即行动和结构是相互交织的，社会结构具有主

观创造性，社会系统的结构特征对于它们反复组织起来的实践来说，是后者的中介，又是它的结

果 ［１６］ 。 由此看来，村庄内部围绕利益产生的不同行动、互动关系及其相互作用会首先影响村庄

社会结构，即影响村庄社会主体构成、具体行为及其所形成的关系。 延续这一理路，结构作为前

置性规约要素，又会对人们的行为产生影响，使人们在结构客观约束下不断调整自身行为，即社

会结构具有客观制约性 ［１７］ 。 具体到利益密集型村庄，当村庄社会治理结构发生变化时，其所对

应的村庄治理行为也应随之改变，向适应新结构、维持新结构的方向转变。
其次，结构与规则之间的相互影响。 结构在对行为产生约束的同时，还会对规则（制度）产

生根源性影响。 帕森斯认为，社会系统的结构规定了系统内部由规范、文化和价值观所构成的

社会制度，社会制度也反过来保证社会系统的维持和存在 ［１８］ 。 这说明在利益密集型村庄中，社
会结构的变化会影响村庄社会规则，包括道德、惯习、法则等“软治理”要素，以适应并维持村庄

社会结构的长效运转。 就利益密集型村庄而言，当村庄社会治理结构发生变化时，原有的村庄

治理规则也会随之改变，向着有利于维持新结构的方向转化，使新的治理结构得以长期延续。
最后，行为与规则之间的相互影响。 在既定社会结构的约束下，行为和规则之间具有明显

的双向互动关系。 “结构－制度”分析者认为，在社会现象的分析中要重视行为背后的社会规

则，新的行动总是试图确立新行为的正当性，即确立新的社会规则。 同时，人的未来行动是被既

有制度（正式制度或非正式制度）所刺激、鼓励、指引和限定的，制度之于行动显然具有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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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因为不同的制度会刺激或塑造出不同的行为 ［１９］ ，由此形成了行为与规则之间的交互作

用。 显然，对利益密集型村庄而言，利益的密集使得围绕利益产生的行为不断在既有治理规则

的约束下寻求突破，并为行为的开展争取规则的支持，以获取行为的正当性与合理性。
综上所述，由利益密集嵌入乡村社会所触发、村集体和村民围绕利益展开的不同行动（正式

行为或非正式行为） ，均会引发村庄治理结构的变化，进而导致村庄治理规则和治理方式（行

为）随之改变，又因治理结构、治理规则与治理方式三者间具有连锁和互构效应，必然使村庄社

会治理发生根本性变革，这既有可能促成村庄形成更强的集体秩序，亦有可能导致村庄集体秩

序走向衰弱，由此实现村庄集体秩序的重塑（图 １） 。 对利益密集型村庄而言，如果在利益嵌入

村庄的背景下，村集体和村民能够合理合法、公平有序地开展利益获取、分配等行动，使利益充

实村集体经济能力和村民个人经济收入，则会促进治理结构、治理规则与治理方式向善治方向

转变，从根本上改善村庄社会治理，形成更强的集体秩序；反之，则会使应当归属集体的利益流

入个体，部分个体的合法收益权被剥夺，导致治理结构、治理规则与治理方式向非预期方向发生

转变，从根本上加剧村庄社会治理难题，最终使村庄集体秩序走向衰弱。
本文将上述村庄集体秩序衰落的过程归纳为“弱集体秩序” 。 从静态角度来看，“弱集体秩

序”可视作某个时态下对村庄社会治理状态较弱的描述，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由于乡绅退

出、家族式微而产生的村庄集体行动能力弱、集体秩序弱的状态。 但本文更加注意和强调其动

态视角，“弱集体秩序”的提出并非只是表明某个时态下集体秩序的衰弱，而是更加强调“弱集

体秩序”的由来及其构成，即治理结构的分散化、治理规则的虚置化和治理方式的短期化共同形

塑“弱集体秩序” 。 “弱集体秩序”的内核在于村庄内部社会结构、治理规则和治理方式（行为）
的衰变，否则“弱集体秩序”的提出便是“无源之水” ，无法对社会现实形成解释效力。

图 １　 “利益嵌入－秩序重塑”的分析框架

（二）案例选取

本文选择中国东部地区 Ｓ 省城郊村 Ａ 村进行案例分析。 Ａ 村位于 Ｓ 省 Ｍ 市主城西北 ８ 公

里处，是城市产业发展的核心地带（市郊）之一，是一个因承接产业转移而土地增值的利益密集

型村庄①，属于“混合转变型”利益密集型村庄。 全村总面积 ３８４０ 亩，总人口 ６８００ 余人（本村

１１２８ 户 ３４６０ 人） ，人流量巨大，外地常驻人口占比近 ５０％。 村民主要从事物流、建筑、食品加工

等职业。 Ａ 村周围批发商场、物流基地等市场众多，农民自建住宅出租收益很高，２０１９ 年人均

收入超过 ５ 万元，村集体经济年收入超过 ９００ 万元，但村集体负债至今仍有 ３０００ 余万元。
具体而言，本研究选取 Ａ 村的主要缘由如下：一是笔者与所在课题组在 Ａ 村展开为期两周

的驻村式调研，组织开展了街道办、村党总支、村委会的工作人员及老党员、村民等集体访谈和

市场主体、流动人口等重点对象个别访谈，收集了工作总结、报告等关于村庄治理发展过程的第

一手材料。 在后续研究过程中，笔者通过电话方式进行回访调研，有效补充更新现有研究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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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依据贺雪峰、李祖佩等学者的研究，利益密集型村庄资源来源可分为市场主导、政府主导和项目输入 ３ 种类型。 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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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集型村庄研究的补充。



和调研数据。 二是城郊村 Ａ 村是 Ｍ 市的物流、批发市场产业主要组成区域之一，在近 ２０ 年的

发展中历经多轮集体利益的密集增值及其相伴的治理行为，这对研究利益密集型村庄的治理实

践具有较强的典型性和示范性。 三是可研究性，２１ 世纪初，随着 Ｍ 市做出将物流产业、批发市

场产业向西迁移的决策，Ａ 村成为大型产业聚集地之一，该村在漫长的利益密集过程中日渐呈

现出“弱集体秩序”现象，即治理结构的分散化、治理方式的短期化以及治理规则的虚置化。 作

为探索性个案研究，本文尝试从多角度、多层次对单一案例进行规律总结和深度探究，进而探索

该村在混合利益逐渐密集过程中何以陷入“弱集体秩序”的治理困境。

三、经验分析与呈现：社会治理的“弱集体秩序”何以产生

对于原本治理效果不佳的利益密集型村庄而言，集体土地迅速增值、物流基地和商品市场

快速输入的利益密集，往往会导致村庄治理更加弱化，进而陷入“弱集体秩序”的怪圈。 其中，
早期治理规则的不完善、集体土地增值过程中呈现出较多争利机会，使得村内成员争夺集体利

益。 换言之，正是这些争利行为导致村庄内部发生了较大分化，致使村庄治理结构趋于分化，进
而导致治理规则和治理方式也产生了较大变化，为村庄治理走向“弱集体秩序”埋下隐患。

（一）治理结构分散化

利益密集型村庄治理的逻辑起点是新出现的大量利益及对新出现利益的争夺 ［２］ 。 一般而

言，集体利益密集的过程中会出现较多显性和隐性争利机会，给村干部和村民从中获取个体利

益的空间和机会，形成了直接争利的中心主体和间接争利的外围主体①，加之因此被迫失去集体

权益的边缘主体。 这 ３ 种类型主体的共存消解了利益密集型村庄的原社会关系，形成了分散化

的治理结构。
１．直接争利的中心主体：获取显性集体利益

（１）集体利益获取范围广泛。 在兼具自主发展和政府规划的混合型利益密集型村庄中，土
地征收、土地转变和工商产业依托于项目展开，这些项目对权力、资本和地位较为强势的村干部

和富人、能人而言，首先需要他们全权代表村集体执行项目，获得相应的集体收益；其次，由于缺

少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在项目经由村干部执行的过程中，一定程度上给村干部留下了寻租的空

间，一些村干部和村庄富人、能人在出让土地和项目建设过程中优先考虑他们自身的利益，进而

导致村庄集体利益的流失。 从 Ａ 村实践来看，随着集体土地征收和用途转变，以及越来越多的

物流基地和商品批发市场竞相进驻，该村集体建设用地快速增值，产生了一批土地对外租赁和

政府征用项目，促使村内精英群体最先在项目运作中直接争利。
（２）集体利益获取手段多元。 集体利益获取范围广泛更多是以静态方式呈现村内中心主体

的争利情况。 相较而言，在利益密集型村庄，以村庄精英为主体的争利主体对集体利益的获取

手段较多，通常采取各种与项目方合谋的机会主义行为。 这些争利手段渗透和贯穿于土地出

让、项目执行和集体财务管理的具体流程当中，使得集体利益流失呈现出范围广、多层次的复杂

特点。 类似的争利行为同样存在于 Ａ 村，这不仅造成村民对村干部的不信任和对少数富人、能
人的抵触，也浪费了村庄借产业转移发展集体经济的机会。 Ａ 村不仅未能在经济上获得实质发

展而成为经济强村，而且在村庄治理上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尤其是村两委治理权威的下

降，使得村庄内部社会结构趋向分散。 对此，Ａ 村一位中年村民说：“土地值钱了，按理说我们应

该很富裕了，如果当初利用周边物流、市场搞自己的公司，现在早就富了，也不至于还欠外债

３０００ 多万元。 别人都说我们周围有市场、有物流，村里应该很有钱。 好好的一手牌，打得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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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此处的“中心”和“外围”意指不同争利主体在取得集体利益过程中具有不同的主动性和强势地位。



巴烂。”
概言之，利益密集型村庄中的村干部和富人、能人等精英群体对集体利益的争夺属于一种

“精英俘获”现象，类似于学界关于项目下乡研究中的“精英俘获”概念 ［２０］ ，但其争利对象并非

自上而下的项目资源，而是集体土地增值产生的利益。 这种“精英俘获”现象往往会引起一系

列连锁反应，譬如，缺少权力监督使得村治精英可以较容易地优先获取集体利益，造成村庄贫富

差距加大。 伴随治理权威的走弱和村民的疏离感，村庄治理结构趋向悬浮化和分散化，这是导

致 Ａ 村治理消解并走向村庄治理“弱集体秩序”的因素之一。
２．间接争利的外围主体：获取隐性集体利益

在利益密集的前提下，因利益分配事关每个村民，农民具有参与村庄政治的天然动力 ［６］ 。
但是，这种参与动力往往因为缺乏有序的参与渠道，可能走向无序表达，具体表现为部分村民效

仿村治精英争利行为，也想方设法获取潜在收益。 在 Ａ 村，由于物流、商品批发等市场集聚效应

凸显，前来务工、开店谋生的外地流动人口较多，需要租住大量房屋；同时，因成本和场地的限

制，周围市场门店的业主也需在周边租赁货物仓库。 受租金收益的驱使，该村绝大多数村民掀

起一股“拆旧建新”的热潮，但这股热潮中夹杂着较多违建、超建和乱建现象，给城建管理和村

庄治理带来巨大挑战（表 ２） 。 究其原因，主要有两方面的因素：一是潜在的房屋租金诱使村民

冒此风险，村民倾向于通过银行贷款或向亲戚借款等进行“拆旧建新” ，并突破村庄建设管制，
这本质上由个体的“经济理性” ［２１］ 所导致；二是受村庄中“精英俘获”现象的负向激励，村民的

个体性逐渐取代其集体性，竞相在“拆旧建新”中违建、超建和乱建，以获取潜在的利益。 同时，
相较于一般村民的“私搭乱建”行为，少数精英的“私搭乱建”行为更为超前，他们早在土地增值

以前就通过占用耕地建造厂房，并在土地增值后改建为楼房对外租售，成为最早获利的群体。
表 ２　 Ａ 村村民“私搭乱建”行为

在原有宅基地上“超建” 在土地庙等公共区域“违建” 在村庄公用道路上“乱建”

据不完全统计，该村 ８０％的农户进行了

“拆旧建新” ，其中又有 ８０％在原有宅基

地上“超建” ，即共有 ７００ 户存在“超建”

行为

作为传统型村庄快速变迁而来的村庄，

该村有土地庙、打麦场等近 ２ 亩面积的

公共活动区域，其中 ９０％的面积被村民

盖房后占有

村内有较多村庄小型道路，据当前村委

统计，超过 ２００ 户将铁皮棚、停车场、楼

梯、升降台建在道路两侧，挤占公共道

路空间

　 　 注：根据对现任村干部访谈资料整理而成。

综合而言，村民通过“私搭乱建”以获取利益，是一种间接的争利行为，属于“次精英俘获” 。
“次精英俘获”与“精英俘获”最大的不同在于，相较于村干部和村庄富人、能人等精英群体，“次

精英俘获”行为主体的权力、资本和地位相对弱势，很难在土地出让过程中直接争利，而较可能

从事间接获取集体利益的行为。 “次精英俘获”的规模较大，导致其对集体利益的争利程度并

不逊于前述村庄精英，因而也是致使集体利益受损的主要原因之一。 这种“次精英俘获”往往

会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如部分村民因不满村干部等精英主体的争利行为，通过占地建设等方

式获取私利，这是导致 Ａ 村治理式微并走向治理“弱集体秩序”的又一因素。
３．不与争利的边缘主体：集体收益权被剥夺

在利益密集型村庄，除上述争利中心主体（村庄精英）和外围主体（部分村民）以外，还有一

部分未参与争利的群体，本文称其为“边缘群体” 。 对于这些“边缘群体”而言，业已存在的“精

英俘获”和“次精英俘获”致使边缘群体对村集体的信任和依赖减弱，加剧了其对村内不平等、
不公正的认知。 受此影响，这些边缘群体逐渐成为弱势者和无助者，村治社会基础逐渐被削弱。
在 Ａ 村，村庄的边缘群体逐渐被排挤在社会边缘，正如村里的老年人所言：“那时候他们这些人

干的这些事可坑苦了村集体，我们村这么好的位置竟然还欠银行那么多钱。 最可怜的就是我们

这些本来就穷的人，除了能把老房子租出去以外，还是原来那样穷。”
概言之，“边缘群体”一词中的“边缘”有三重意涵：一是自身权力、资本和地位相对弱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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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二是处在集体利益获取格局的边缘；三是因集体利益被剥夺而处在 “分利秩序” 的边

缘 ［２２］ 。 对于“边缘群体”而言，“精英俘获”和“次精英俘获”的直接后果之一便是这些边缘群体

在村庄内部的再次边缘化，致使其很难获得村庄个体应得的集体利益分配权，也很难产生对村

集体的归属感和融入感。 正是在这种情境下，由于村庄治理缺少这些边缘群体的参与和支持，
村庄治理结构进一步悬浮化和分散化，这是导致 Ａ 村社会治理呈现“弱集体秩序” 的第三重

因素。
（二）治理方式短期化

利益密集型村庄治理结构的悬浮化和分散化造成了村庄治理方式的短期化，村两委采取集

体利益让渡、集体管理异化的短期性治理行为又进一步加剧了治理结构的分散化，形成治理结

构与治理方式二者互相作用的往复循环（图 ２） 。

图 ２　 治理结构和治理方式的互相作用逻辑

１．集体利益让渡个人

一方面，村治精英通过集体利益让渡解决村民纠纷。 在上级政府自上而下的考核要求和压

力之下，村干部为求快速解决纠纷事件，以求“息事宁人” ，将原本属于集体的利益让渡给纠纷

双方。 如对土地庙争占纠纷的处理上，村两委将原本双方违建的行为默认为合法，并以双方均

分的方式解决利益纠纷，导致集体土地被个人“合法化”占有，给当前村庄的集体资产清算工作

带来挑战。 另一方面，村治精英在项目建设中分摊集体利益。 以村干部和富人、能人为中心的

治理主体因占有信息和资源优势，通过“共谋”处理村内公共事务。 譬如，在 Ａ 村硬化路面工程

中，普通村民参与较为不足，从决策到执行的全过程均由村治精英内部商定，道路硬化工程承包

商也由富人担任或转包给熟人。
２．集体管理走向异化

一方面，少数精英控制村庄舆论导向。 在利益密集型村庄，掌握较多资源的主体往往更有

话语权（不论正向还是负向） ，其面对指责和反对“精英俘获”现象的村庄内部舆论时，往往有一

整套控制办法。 村治“精英二代”①在原精英群体的庇护下，对村民的指责和议论进行控制。 另

一方面，村庄日常管理依赖人治。 对于村庄的日常管理，村治精英更多采取人治而非法治的方

式处理日常事务。 面对日益原子化的村庄，村治精英为实现对村庄的有效管理，聘用一些社会

青年负责维护村容村貌、保持村庄道路秩序、收取集市管理费等工作。 但从现实来看，这种片面

依赖人治的管理模式也造成了管理效果不佳的后果，进而瓦解了村庄治理的社会基础。
综合而言，由前述分散化的治理结构所决定，利益密集型村庄的村治精英为了应对基层政

府任务和村庄社会维稳压力，采取了集体利益让渡、集体管理异化的短期化治理行为。 但这些

短期性治理手段并没有妥善解决该村面临的治理压力问题，反而对上述问题起到“推波助澜”
的作用，致使村庄治理结构进一步悬浮化和分散化，这是促使 Ａ 村社会治理呈现“弱集体秩序”
的主要行为因素。

（三）治理规则虚化

对于利益密集型村庄而言，在其治理结构分散化和治理方式短期化的过程中，相伴而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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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其治理规则的虚置化，主要表现为自治原则异化、德治功能弱化和法治规范虚化三个方面，其
中又有形态各异的 ６ 种表现形式（图 ３） 。

图 ３　 治理规则虚置的表现形式

１．自治原则异化

一方面，监督和管理形式化。 民主监督是村民权益的重要保障，是推动村庄治理发展的重

要手段和遏制村干部腐败的重要机制 ［２３］ 。 对利益密集型村庄而言，缺少民主监督和管理，无异

于打开了争夺利益的大门，由于村务日常监督建设较为不足，村务监督报表只在上级领导检查

时才临时上墙，多数村民对村务监督是什么、监督什么内容均不了解，很难通过监督渠道实现对

村干部权力的约束。 同时，村民大会和村民代表大会等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载体也长期处于

虚置状态，许多村民缺少与村两委的接触机会，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仅仅停留在应付上级检查

上，未在实践中有效运作和产生实效。 另一方面，他治取代自治。 对利益密集型村庄而言，监督

管理形式化的直接后果便是村民自治虚化。 就 Ａ 村实践来看，从民主选举到民主决策、民主管

理、民主监督，村民自治的“四个民主”全部环节基本由村治精英把控，对群众的排挤导致多数

村民长期在自治中缺位，自治让位于少数村治精英的他治。 对此，Ａ 村一位现任村干部谈道：
“不管怎么说，过去我们都是愿意参与集体事务的，关键是没有参与的机会，而且就算参与了也

改变不了什么，走个形式罢了。”
２．德治功能弱化

一方面，村庄公共道德建设走弱。 在利益密集型村庄，伴随乡村社会生产、生活、交往方式

的变化，传统乡村公共道德日渐式微，而与走向市场化、工业化的村庄生产、生活方式和“半熟人

社会”特征相适应的新型公共道德平台却出现了“空场”和“断裂” ［２４］ ，以村治精英为代表的村

民在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愈加强调个人利益，忽视集体利益的存在及其重要性。 Ａ 村公共道德

的弱化表现在不同主体对集体利益的占有，反映出村民个体层面对集体利益的冷漠。 另一方

面，传统宗族礼俗式微。 传统型村庄注重道德的治理传统和文化习俗，注重乡里领袖、宗族长老

对群众的教化作用 ［２５］ 。 而在利益密集型村庄，社会治理主体结构松散，使得村民个体性和原子

化凸显，传统宗族礼俗社会基础瓦解，难以起到教化作用。 在 Ａ 村，宗族礼俗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还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宗族长老威望高，对调解村民纠纷、合理分配利益具有很好的促进作用。
但随着 Ａ 村土地利益的增值以及由此引发的矛盾冲突加剧，特别是随着行政力量和外部市场主

体的介入，宗族礼俗功能遭遇巨大挑战。 同时，因少数宗族长老与村治精英合谋获取集体利益，
其威望已很难服众。

３．法治规范虚化

一方面，政策法规被变通执行。 一般而言，在利益密集型村庄中，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出

让要遵循《土地管理法》等相关土地政策文件执行，必须依照市场价格、既定程序和流程公开出

让，这也是法治的底线保障作用。 但由于缺乏基层政府的监管，该村多宗土地出让未严格履行

上述程序，仅以双方的约定价格签署合同。 “村组法”要求村委会作为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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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内容，
“四个民主”也没有在该村得到真正有效落实。 另一方面，自上而下考核审查不足。 在乡村治

理中，作为法治的重要一环，基层政府依法依规对村干部工作的审查和考核是法治的重要保

证 ［２５］ ，也是确保村庄在利益密集条件下更好发展的有力保障。 对该村而言，基层政府对村两委

工作的审查不足成为集体利益流失的间接原因。
概言之，在村庄治理结构松散的情况下，利益密集型村庄的村民自治遭遇监督管理形式化、

自治被他治替代等多重治理困境，而作为从传统延续下来的宗族礼俗也随着集体土地利益的增

值而式微，加之既有法治工作落实不到位和政策法规被变通运作等现实问题，使得村庄整体的

治理规则愈加被虚置化，这是诱发 Ａ 村社会治理呈现“弱集体秩序”的重要因素。
（四）小结

以 Ａ 村治理实践为例，通过对上述利益密集嵌入下的村庄治理结构、治理方式和治理规则

３ 个方面的探讨和分析，本文认为利益密集型村庄治理“弱集体秩序”的主要原因在于其结构的

变化以及由此产生的治理弱化。 具体而言，依据“利益嵌入－秩序重塑”的分析框架，村庄治理

的弱化首先由不同主体对集体土地、产业利益的争利行为开始，经由村内各主体争利而日趋个

体化导致的治理结构松散，与随之而来的村庄治理方式的短期性和治理规则的虚置化，共同消

解了利益密集型村庄治理的集体秩序，最终形成村庄治理“弱集体秩序” 。 更为重要的是，村庄

治理的“弱集体秩序”又会进一步加剧集体利益的流失，不断对新增集体利益进行直接或间接

争利，使得治理结构、治理方式和治理规则再次发生变化，村庄治理的集体秩序也因此进一步衰

弱（图 ４） 。

图 ４　 利益密集型村庄治理“弱集体秩序”的生成逻辑

四、结论与启示

以因土地征收、土地用途转变以及承接产业转移而利益逐渐密集的城郊村为对象，在治理

结构、治理方式和治理规则三个方面剖析利益密集型村庄治理“弱集体秩序”的生成逻辑。 第

一，利益的逐渐密集催生了由“精英俘获”的村治精英、“次精英俘获”的部分村民以及未参与争

利的边缘群体所构成的分散化的村庄治理结构。 由于组织约束和民主监督不足，极易发生村治

精英在土地出让过程中直接获取利益的“精英俘获”现象。 同时，受土地增值的诱惑和“精英俘

获”行为的刺激，多数村民会在“拆旧建新”中做出“私搭乱建”行为以获取利益的“次精英俘

获”行为。 在“精英俘获”和“次精英俘获”的背后，村庄内部还存在部分未参与争利的边缘弱势

群体，他们共同形成了以直接争利的中心主体、间接争利的外围主体和未争利的边缘主体的分

散化村庄治理结构。 第二，村治精英采取集体利益让渡、集体管理异化的方式维持村庄治理秩

序，形成了短期化的治理方式。 自上而下层层加码的治理任务要求，促使村干部采取“不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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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动逻辑，选择集体利益让渡个人、扭曲集体管理的办法来维持村庄治理秩序，但村干部这种

短期化的治理方式不仅无法妥善解决上述村庄治理中的问题，反而会进一步激化干群之间和村

民之间的矛盾，让村庄治理再次陷入困境，导致村庄治理结构更加分散化，进而使得村庄治理陷

入分散化治理结构与短期化治理方式之间的无限循环当中。 第三，与治理结构分散化和治理方

式短期化相伴生的是治理规则的虚置化。 随着集体土地利益的增值，作为自治系统的村集体内

部遭遇管理监督形式化、自治被他治替代等多重困境，与之同步的是，从传统延续下来的宗族礼

俗也逐渐式微，村庄公共道德建设也逐渐弱化和虚化，加之村庄法治工作落实不到位和政策法

规被变通运作等现实问题，使得村庄整体治理规则越来越虚置化。
进一步讨论，从表面上看，利益密集型村庄治理“弱集体秩序”源于土地、产业利益的增值，

但其背后深层根源则在于村庄原有自治、德治和法治等治理主体、治理规则和治理方式的缺位

与乏力。 就此而言，如何处理好基层党组织与自治、法治和德治之间的关系，创新乡村治理体

系 ［２６］始终是不可回避的话题。 第一，对于陷入“弱集体秩序”的利益密集型村庄而言，其党组织

呈现出软弱涣散的状态，必须通过治理结构嵌入进行深入彻底的组织建设。 党组织建设最终要

指向基层治理，凭借政治先进性和组织优势超越单一的行政管理模式，构建党组织领导下自治、
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一核多元”基层治理体系。 第二，通过治理行为的规范实现党组织和“三

治”的关系联结。 村庄治理行为的背后交织着各类利益关系、情感关系以及社会关系，要确保村

庄集体秩序走向公共性和有序性，应从规范各类治理主体的行为规范入手，充分发挥基层党组

织的引领作用，实现不同关系在“三治”框架内的有益联结。 第三，通过治理规则的整合落实党

组织与“三治”的治理功能。 对利益密集型村庄而言，自治、法治、德治各自的职责权限具有很

大的模糊性，需要基层党组织整合并加以利用。 一方面，要注重通过厘清“三治”间的职能关

系、平衡配置职责与能力两方面来实现“三治”功能最大化，确保多重治理规则相适应并发挥治

理实效，同时还要培育“三治”的自我更新、自我发展和自我再造的元功能，实现乡村治理体系

的长期可持续。 另一方面，将自治管理、法治约束和德治教化的不同功能融合到党组织的统一

领导体系中，使之产生治理合力和治理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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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ｉｍｓ ｔｏ ｆｏｒｍ ａ “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ｗｉｔｈ ｓｔｒｏｎｇ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ｏｒｄｅｒ．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ｖｉｌｌａｇ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ｗｅ ｃａｎ ｆｉ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ｏｒｄｅｒ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ｍａｎｙ ｖｉｌｌａｇｅｓ ｉｓ ｗｅａｋ．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ｌｏｇｉｃ ｏｆ “ ｗｅａｋ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ｏｒｄｅｒ”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ｖｉｌｌａｇｅｓ，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ｃｒｅ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ｅｍｂｅｄ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ｏｒｄｅｒ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Ａ ｉｎ Ｓ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Ｆｉｒｓｔｌｙ，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ｙ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ｒｕｒａｌ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ｔｈｅ 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ｅ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ｓ ｃｏｍｐｏｓｅｄ ｏｆ ｔｈｅ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ｅｌｉｔｅｓ ｗｈｏ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 “ ｅｌｉｔｅ ｃａｐｔｕｒｅ” ， ｓｏｍｅ ｖｉｌｌａｇｅｒｓ ｗｈｏ ｃａｒｒｙ ｏｕｔ ｔｈｅ “ ｓｕｂ⁃
ｅｌｉｔｅ ｃａｐ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ｒｇｉｎａｌ ｇｒｏｕｐｓ ｗｈｏ ｄｏ ｎｏｔ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ｆｉｔ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Ｓｅｃｏｎｄｌｙ， ｔｈｅｓｅ
ｅｌｉｔｅｓ ｏｆ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ｏｒｄｅｒ ｂｙ ｍｅａｎｓ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ａｎｄ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ｌｉｅｎ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ｍｉｎｇ ａ 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ｍｏｄｅ．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ａｌｉｅ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 ｔｈｅ ｗｅａｋｅｎ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ｏｒａｌｉｔｙ ｒｕｌ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ｖｉｒｔ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ｅｇａｌ ｎｏｒｍｓ ｌｅａｄ ｔｏ ｔｈｅ
ｖｉｒｔ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ｒｕｌｅｓ．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ｅ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ｎｄ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ｒｕｌｅｓ ｊｏｉｎｔｌｙ ｄｉｓｐｅｌｓ ｔｈｅ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ｍａｋｅｓ ｔｈｅ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 ａ “ｗｅａｋ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ｏｒｄｅｒ” ．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Ｖｉｌｌａｇｅｓ；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Ｅｍｂｅｄｄｉｎｇ； Ｏｒｄｅｒ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Ｗｅａｋ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Ｏｒｄ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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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４ 期 黄六招，姜修海，张国磊 　 利益密集型村庄治理“弱集体秩序”的生成逻辑


